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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the planned nuclear power 
plants, this paper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he planned nuclear plants’ areas 
nationwide, and identified the factors that are correlated with public acceptance of planned nuc-
lear power plants based 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heory. Results find that, as for “sur-
face psychology” factors, perceived benefits and risk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public acceptance. As 
for “deep psychology” factors,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trust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public acceptance, while perceived knowledge cannot. When people are unfamiliar with nuclear 
power plants,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evaluate the benefits and risks through emotional identi-
fication and social trust, rather than through pure rational deduction based on concrete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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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公众对于拟建核电站的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全国范围内拟建核电站地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以公众理解科学理论为基础确定了与拟建核电站的公众接受度相关的因素。结果发现作为“表面心理学”

因素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作为“深层心理学”因素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显著

影响公众接受度，而感知知识却不能。当公众不了解核电站时，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

来评估利益和风险，而不是通过基于具体事实的纯理性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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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核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并已成为改变全球能源结构和减少温室效应的主

要解决方案之一。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预测，全球核电仍然保持着较好的增长前景，并集中在亚洲，

尤其是中国。中国的核电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截至 2018 年初，有 38 座核反应堆投入运营，

容量为 36 吉瓦，35 座正在建设中。根据“核电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到 2020 年，在役和在

建核电装机容量分别为 58 吉瓦和 30 吉瓦。 
然而，核电发展过程并不总是平稳的，容易受到灾难性核事故的影响(如福岛核事故)。以往的研究认

为，核事故可以显著改变公众对核能的看法[1] [2]。福岛核事故导致全球公众对潜在核危机的恐慌现象，

中国也难以幸免[3]。经过两年的中断后，中国在 2013 年重启了核电生产工作，也相继引发了社会公众的

抗议和抵制。比如，2013 年 7 月，在中国核工业园区龙湾工业园区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告期内，广

东江门县级市鹤山爆发了抗议当地建设核燃料厂的公众抵制活动，政府最终取消了该项目。2014 年，广

西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江山半岛旅游度假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决议，其中有一条向当地

政府提出的请求，就是要求终止当时正在计划的白龙核电项目。2016 年 8 月，连云港市公开抵制核废料

循环项目，导致当地政府暂停该项目的初步工作。 
上述案例表明，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已然成为影响核电技术推广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影响拟建核

电能否顺利完成。根据文献调研，之前的实证研究更多地关注公众对正在运行的特定核电站的接受程度

与影响因素[1] [4] [5]，以及公众对核能的广泛认知[6] [7]。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关注初步规划阶段公众

对于拟建核电站的接受度来补充现有研究空白，并旨在探讨当公众对拟建核电站还不了解时影响核电接

受度的相关因素。 

2. 文献综述 

2.1. 理解公众接受度：基于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的视角 

“公众接受度”这一术语已被广泛用于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领域以理解公众感知和行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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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接受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公众理解科学理论(PUS)。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口号，

并迅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缺陷模型是 PUS 最重要的理论框架，它假设公众拥有“缺乏”的知识而科学家拥有“足够”的知识。

由于缺乏知识，公众总是对新技术持敌对态度[8]。缺陷模型将知识视为解释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缺陷模型的启示是为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应提高公共科学素养。 
随后的学术文献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缺陷模型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过分简化影响公众理解科学的因

素[9] [10]。杜兰特(1999)指出，将正式知识视为理解科学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唯一因素是非常局限的，他

进而提出了公众理解科学的民主模型，聚焦于包括知识、价值观、权力关系和信任在内的更广泛因素。

民主模型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平等对待，并强调了公众参与对促进公众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作用。 

2.2. 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的直接因素 

核电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直接影响公众接受度这一观点已被普遍认同[1] [2] [11] [12] [13]。以往研

究提出，促进核电技术发展不仅能降低能源价格，还能降低传统能源产生的碳排放水平，改善当地生态

环境[1] [2]，而后者更易被公众感知和评判。此外，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营可被视为一种创造更多就业和税

收，促进经济发展甚至提高生活质量的产业[14]。因此，核电的感知利益和公众接受度具有正相关性[11] 
[15]。尽管核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核电的感知风险仍然是影响公众接受度的最重要因素。许多实证

研究指出，感知风险与核电技术的接受度呈负相关[2]。核灾难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之一就是在感知风险增

加的同时，核电公众接受度下降[1] [2] [11]。 

2.3. 知识、情感和信任：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的间接因素 

除了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这两种“表面心理因素”直接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之外，考虑到个人倾向

各异，有必要识别和探究作为“深层心理因素”的间接影响因素。根据文献综述，本研究得出三种最重

要的深层心理因素：知识、情感和信任。 
先前研究提出，知识水平可能会影响核电的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并进一步影响公众接受度[16] [17]。

更多的核能知识可以提高公众接受度[6]，包括核能发电、核电运行和核辐射风险等方面的知识。研究发

现，对能源问题更了解的人通常更有可能支持核能发展，而不是反对或不发表意见。还有研究认为，核

电的知识水平与感知风险负相关[18]，与感知利益正相关[16]。然而，知识在公众接受中的作用仍存在争

议。许多学者提出，由于普遍缺乏相关知识和信息，大多数人无法正确评估与技术相关的风险和收益[19]。
因此，公众主要依靠专家作出判断。此外，最近的研究指出，关于知识的两种不同测度——感知知识和

评估知识——在评估知识和风险之间的关系中带来的结果可能会不同[8]。虽然核电知识对公众接受度的

影响并不确定，但大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知识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因素，知识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是由

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所中介的[2] [19]。 
还有学者指出，核电的感知利益和风险还会受到情感的影响[2]。根据“情感启发式理论”，人们主

要利用自己的直觉来评估有害事件[20]。之前的研究发现，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与个体的情感认同有关

[20]。如果人们喜欢某项活动，他们倾向于将与活动相关的风险视为低，而将收益视为高。如果人们不喜

欢某项活动，他们会做出相反的感知评判，即高风险和低收益。许多学者还将情感认同视为可以应用于

人们对核能的特定态度的一般态度[21]，并指出，不情愿接受核电与消极情感认同有关[22]。 
社会信任是影响公众接受度的另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缺乏全面的技术知识，难以了解相关技术灾害

的可能性，所以公众必须依靠社会信任来评估核电风险和利益[19] [23]。社会信任的核心含义是“人们愿

意依赖那些负责任地做出决策，并在技术、环境、医学或其他公共卫生安全领域采取行动的人”[19]。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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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任可以增强感知利益并削弱危险废物处理[24]、化学工厂运营和食品辐射技术[25]等领域的感知风险。

Siegrist (2000)提出，公众对新技术或危险设施的接受程度取决于感知到的利益和风险。对科学家、企业

和监管机构的信任都会对感知到的利益和风险产生重要影响。以前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信任与感知风险

负相关并与感知利益正相关的观点[2]。在核电领域，社会信任的对象包括政府实体[1]、核电企业、科学

家[19]和媒体[5]。基于上述文献综述，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概念模型(图 1)，其中感知知识、情感认

同和社会信任是自变量，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是中介变量，核电公众接受度是因变量。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图 1. 概念模型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一项旨在调研中国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大规模调查问卷，问卷量表基于李克特 5
点评分法(5 = 强烈同意/接受，1 = 非常不同意/拒绝)对变量进行测度，其中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和居住地与核电站之间的距离作为控制变量。针对目标受访者的调查问题设置如下：“您家附

近是否建有核电站？”该研究从选择回答“听说要建设”的受访者中抽取样本，并将在核电站周边的居

民划分为 0~5 公里，5~20 公里和 20~40 公里三个不同地理位置。调查于 2017 年 8 月至 10 月期间进行，

共回收有效问卷 304 份。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见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表 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特征 内容 人数 百分比 
居住地与核电站的距离 0~5 公里 23 7.6% 

5~20 公里 137 45.1% 

20~40 公里 144 47.4% 

性别 男 226 74.3% 

女 78 25.7% 

年龄 20 岁以下 20 6.6% 

21~30 岁 93 30.6% 

31~40 岁 119 39.1% 

41~50 岁 61 20.1% 

51 岁以上 11 3.6%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 6.6% 

初中 36 11.8% 

高中(或中专、技校) 86 28.3% 

本科(或大专) 159 52.3% 

研究生及以上 21 6.9% 

感知知识

情感认同

感知利益

核电公众接受度

感知风险
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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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月平均收入 2000 元及以下 34 18.5% 

2001~5000 元 65 35.3% 

5001~8000 元 45 24.5% 

8001~10,000 元 26 14.1% 

10,000 元以上 5 2.7% 

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城市居民 109 35.9% 

农村居民 195 64.1% 

 
本文运用 IBM SPSS 22.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26]。基于上面提到的分析框架，

构建了一个带有中介变量的假设模型。 

4. 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首先考察了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图 2 显示了基于受访者的居住地与核电站的距离(0~5 公里，5~20
公里，20~40 公里)，以及基于不同地理范围划分的核电站(市内、省内和国内)受访者的接受程度。可以看

出，共有 30.65％的生活在 0~5 公里范围内的受访者接受核电站(选择回答“一般接受”、“接受”或“强

烈接受”)，在测度中接受度平均值为 2.28。远离核电站的受访者具有更高的接受度，5~20 公里和 20~40
公里范围平均值分别为 3.12 和 3.89。此外，随着住宅距离的增加，接受建设核电站计划的受访者比例也

增加(0~5 公里：30.65％，15~20 公里：42.85％，20~40 公里：44.43％)。而无论受访者是居住于 0~5 公里，

5~20 公里还是 20~40 公里范围内，在更大的地理范围(省和国家)中公众对核电站的接受程度高于接受当

地(市内)核电的情况。 
 

 
Figure 2. Public acceptance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reas 
图 2. 不同地理范围核电站的公众接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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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共设计了 21 个题项用于评估公众对于拟建核电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分为感知知识、情感认同、

社会信任(三个自变量)和感知利益、感知风险(两个中介变量)，表 2 列出了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

2 中可以发现居民的核电知识水平相当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对核电的了解并不充分。然而，他们

对核辐射风险(均值为 2.95)和核事故背后的原因(均值为 2.74)有相对较多的了解。相比之下，对核电的情

感认同这一变量的得分相对较高(4 个题项的平均值都在 3.5 以上)，其中，均值最高(4.78)的观点是人们普

遍认为核电发展对于中国向低碳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比例达到 76.5%。第二高的均值(4.57)是核电

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从表 2 还可以看出，与核电有关的社会信任的均值(即对政府、

核电企业、科学家和媒体的信任)高于感知知识的均值，并且受访者更愿意信任科学家(均值为 4.3)，而对

媒体的信任度最低(均值为 2.94)。只有 32.4%的受访者对报道核电问题的媒体有所信任。此外，还发现受

访者对所在城市内拟建核电站的感知风险高于感知利益，并且所有题项的感知风险均高于感知利益。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mediate variables 
表 2. 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题项 均值 标准差 

感知知识 

1) 我了解核电站建设的基本科学原理 1.81 1.742 

2) 我了解核辐射的风险 2.95 1.88 

3) 我了解核电站的管理运作模式 1.55 1.657 

4) 我了解过去的核事故发生的原因 2.74 1.888 

5) 我了解核事故发生的普遍规律 1.77 1.678 

情感认同 

1) 核电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57 1.451 

2) 核电发展对于中国的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4.78 1.428 

3) 核电发展对于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3.91 1.532 

4) 核电发展对于中国能源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4.09 1.505 

社会信任 

1) 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3.76 1.681 

2) 对核电企业的信任程度 3.49 1.584 

3) 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 4.3 1.509 

4) 对媒体的信任程度 2.94 1.62 

感知利益 

1) 核电发展有助于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3.24 1.739 

2) 核电发展有助于降低当地电价 3.58 1.72 

3) 核电发展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3.93 1.59 

4) 核电发展有助于缓解当地电力供应的紧张局面 3.95 1.543 

感知风险 

1) 我担心在核电站正常运作期间我的家人可能会受到核辐射伤害 4.16 1.75 

2) 我担心当地核电站会发生核事故 4.31 1.678 

3) 如果发生核事故，将对当地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4.61 1.594 

4) 如果发生核事故，将对我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4.52 1.556 

4.2. 因子分析 

为了便于解释回归结果，进行了因子分析(见表 3)。采用两个评估指标(KMO 值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值)测量进行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题项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各变量的 KMO 值均大于 0.6，各题项的

因子载荷均大于 0.6，说明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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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ult of factor analysis 
表 3. 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KMO 值 因子载荷 

感知知识 0.747 0.605~0.790 

情感认同 0.684 0.7~0.858 

社会信任 0.904 0.7~0.866 

感知利益 0.793 0.675~0.855 

感知风险 0.711 0.815~0.867 

4.3. 回归分析 

本研究运用 OLS 回归分析法检验假设。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对核电公众接受度

具有显著影响(p < 0.01, p < 0.05)。感知利益对公众接受度产生正向影响(β = 0.399)，而感知风险对公众接

受度产生负向影响(β = −0.170)。可以发现，对公共风险的认识越强，对当地拟建核电站的接受程度就越

低。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l 1, model 2 and model 3 
表 4. 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因变量 

  核电公众接受度 感知利益 感知风险 

 常数 3.848 0.07 −0.138** 

自变量 

感知利益 0.399**   

感知风险 −0.170*   

感知知识  0.097* −0.017 

情感认同  0.232** −0.287** 

社会信任  0.256** −0.05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2 0.122 0.194 0.134 

*p < 0.05; **p < 0.01。 

 
根据表 4 的回归结果，感知知识、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均显著积极影响受访者对核电的感知利益(p < 

0.05, p < 0.01, p < 0.01)，情感认同显著影响公众对核电的感知风险(p < 0.01)，并对感知风险产生负向影响。

然而，感知知识水平和社会信任对感知风险没有显著影响(p > 0.05)。 
最后一组检验的是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的中介效应(见表 5)。模型 4a 旨在检验感知利益在感知知识

与核电公众接受度之间的中介效应。从表 5 中可以观察到，在 X 预测 Y 的回归分析的第一步中，感知知

识对公众接受度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p > 0.05)，这意味着没有必要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因此，感

知知识不能通过感知利益间接地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模型 4b 旨在检验感知利益在情感认同和公众接受

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在回归分析的第一步中，情感认同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p < 0.01)；在 X 预测 M 的回

归分析的第二步中，情感认同显著影响感知利益(p < 0.01)；在 X 和 M 预测 Y 的回归分析的第三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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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同和感知利益均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p < 0.01)，R2 值逐渐增加。因此，可以得出感知利益在情感

认同和公众接受度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情感认同可以通过感知利益间接影响公众对核电的接受。模型

4c 旨在检验信任和公众接受度之间感知利益的中介效应。第一步，社会信任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p < 0.01)；
第二步，社会信任显著影响感知利益(p < 0.01)；第三步，社会信任和感知利益均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p < 
0.01)，并且 R2 值逐渐增加。因此，感知利益也可以在社会信任和核电公众接受度之间起中介作用。综

上可以得出结论：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可以通过感知利益间接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而感知知识则不能。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 of model 4 
表 5. 模型 4 回归结果 

  模型 4a 模型 4b 模型 4c 

  因变量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感知利益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感知利益 核电公众 

接受度 

 常数 3.824** 3.928** −0.031 3.937** 4.028** 0.016 4.023** 

自变量 

感知知识 0.036       

情感认同  0.349** 0.289** 0.261**    

社会信任     0.448** 0.299** 0.367** 

感知利益    0.303**   0.27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078 0.118 0.13 0.145 0.141 0.133 0.163 

注：n = 304；**p < 0.01。 

 
此外，本研究建立了几个回归模型来检验感知风险的中介效应(表 6)。建立模型 5a 以检验感知风险

在感知知识与核电公众接受度之间的中介效应。从表 6 可以看出，在 X 预测 Y 的回归分析的第一步中，

感知知识不能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p > 0.05)，因此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检验，说明感知风险不能在感知

知识和公众接受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模型 5b 旨在检验感知风险在情感认同和公众接受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在 X 预测 Y 的回归分析的第一步中，情感认同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p < 0.01)；在 X 预测 M 的回归分析

的第二步中，情感认同显著影响感知风险(p < 0.01)；在 X 和 M 预测 Y 的回归分析的第三步中，情感认

同和感知风险均显著影响公众接受度(p < 0.01)。因此，感知风险在情感认同和公众接受度之间具有中介

效应。模型 5c 旨在检验感知风险在社会信任和公众接受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第一步，社会信任显著影响

公众接受度(p < 0.01)；第二步，情感认同不能显著影响感知风险(p > 0.05)，不需要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

综上得出，情感认同可以通过感知风险间接影响公众对核电的接受，而感知知识和社会信任则不能。 

5. 讨论 

与以前关于公众接受已经投入运行的核电站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选择关注处于早期规划阶段的核电

站，以期确定影响当地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因素。Wolsink (2007)认为[27]，当项目处于选址和规划阶段时，

公众对此类项目的接受程度始终较低。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我国爆发的核电站选址公众抗议活动也揭

示了当地在选址过程中公众接受核电的重要性。鉴于此，本文对全国范围内拟建核电站地区的公众接受

核电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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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 of model 5 
表 6. 模型 5 回归结果 

  模型 5a 模型 5b 模型 5c 

  因变量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感知风险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核电公众 
接受度 感知风险 核电公众 

接受度 

 常数 3.824** 3.928** −0.094 3.905** 4.028** -0.179  

自变量 

感知知识 0.036       

情感认同  0.349** −0.275** 0.414**    

社会信任     0.448** -0.043  

感知风险    −0.2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078 0.118 0.118 0.135 0.141 0.06  

注：n = 304；**p < 0.01。 
 

以前的研究表明，公众在不同的邻近范围内表达了对公共风险设施(包括核电站)不同程度的接受度

[1]。本研究的结论进一步证实，居住在选定核电站附近的人比那些居住更远的人更不愿意接受核电。此

外，公众更愿意接受更大地理范围内的核电站，即在省内和全国范围内。这一发现符合“不在我家后院”

(NIMBY)的概念：人们总是反对在他们可接触到的区域建设公共风险设施，因为个人需求和自我保护通

常优先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特别是对那些陌生的、不了解的事物[28]。通过对感知利益和风险的重要

性评估，可以发现，当地公众表现出“同质”倾向。 
虽然感知利益和风险可以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但这一系列判断仍然与公众利用科学理性来理解核

电的能力明显不同。通过对上述深层心理因素的研究发现，公众对核电的接受主要受情感认同和社会信

任的影响，而不是感知知识。知识在公众接受公共风险设施方面的作用是有争议的。虽然以前的研究提

出知识可能会使公众更加明智，但在实践中，公众并不认为他们对核电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公众缺乏

仅通过知识预测核电利益和风险的能力，而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情感以及对社会中其他更权威声音的信

任。 
基于此，当公众对核电站不了解时，他们难以用完全理性的方式理解核电，很大程度上受到情感和

信任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自 2013 年中国重启核电建设以来，政府开始在地方一级开展核电领域的公众

参与活动，这些宣传被认为会影响普通公民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29]。一方面，地方政府为推动核电的

重要性认同做出了巨大努力，并试图通过这一行动加强公众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增强了核

电站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并通过披露相关信息、举办听证会、开展公开讨论以努力增进公众对核电的信

任，最终提高公众接受度。 

6. 结语 

6.1. 研究结论 

在福岛核事故发生两年后，中国政府恢复了核电发展，并将核电视为减少空气污染和满足日益增长

的廉价高效电力需求的替代方案。依据“十三五”规划[30]，从 2016 年开始，中国每年将建设 6~8 座新

核电反应堆，这预示着不少城市近期将成为核电站的候选地。未来核电站建设的规划过程复杂而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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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政府、企业、科学家和公众之间持续的互动。本研究对全国范围的拟建核电站地区进行了问卷

调查。结果发现，即使核电站尚未建成，受访者居住的地点越近，他们的接受程度就越低；在较大的地

理范围(省和国家)中，公众对核电站的接受程度高于当地核电站；公众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会对核电接

受度产生影响，而公众的感知知识水平则不是特别相关。当公民不了解核电站的相关知识时，更倾向于

通过对政府或科学家的情感认同和信任来评估核电站带来的利益和风险，而不是通过基于具体事实的纯

理性推论。特别是受目前政府资助的公众参与活动的影响，这些活动侧重于动员和参与，所以情感认同

和社会信任对公众的感知风险和利益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变化。 

6.2. 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先前研究对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的民主模型的认识：公众很难理解和掌握模糊

不清的核电知识。而增强社会对政府决策或制定决策的个体的信任，进一步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

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些结论，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如下： 
1) 政府应向公众提供更多实际利益，并增加未来核电项目的预期效益[31]。减少未来核电运营项目

的燃料和电力价格，同时带动相关行业，在工厂选址阶段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在整个工厂的建设和运

营阶段采取经济激励[32]。 
2) 虽然研究显示在统计上对于核电的感知知识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并不能断定它是不重要的。大多

数公众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核电信息，但他们不会自动接受这些信息，也不会自动拒绝这些信息。所以

政府开展科普工作，以可理解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信息和知识[10]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都是有利的，

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核电运行的基本原理和风险。 
3) 政府应有效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情感认同和社会信任。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具有强大的

动员、组织和分配资源的能力，并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相对容易地影响舆论。特别是政治动员作为一种可

靠的政策工具，可以鼓励舆论与政府的计划和目标保持一致。此外，建立一个标准和可靠的程序也是体

现政府和核电企业信誉的好方法[33]。非营利组织可以在扩大社会信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4]；公开透明

的决策过程也可以增进社会信任，如通过信息披露[17] [35]、公众参与[36]等方式。随着公众对参与政策

制定提出更多要求，具有公开听证会和有组织的公开讨论[37]等特征的公开决策模式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公

众对政府、科学家和核电企业的信任，特别是在核电站的规划阶段。 

6.3. 研究局限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如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索规划阶段公众对核电站的真实了解。当

公众对核电知识不了解时，试图尽可能多地考虑影响公众接受度的变量。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来测量每个

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然后进行了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然而，这种研究设计意味着无法充分研究回归模

型中不同类型的知识、情感或信任。第二，先前的研究已经指出，评估知识而不是感知知识，更能够预

测与当前科学立场一致的风险认知[8]。在调查问卷中，对知识水平的测量仅是一种感知知识，与评估知

识相比，可能无法精准测量科学知识水平，并会影响检验结果。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测量评

估知识和感知知识的不同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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